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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was a movement in the early 1950s that profoundly changed the tradi-
tional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in rural China. Drawing on original archives from Baoying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and resistance by 
different stratum of the peasantry to, this movement. The wealth of archival data and detail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shed light on the multifaceted realities of the movement that have been obscured in past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complexity of the mentality of the peasants and their various forms of resis-
tance, as well as the efforts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ivide and put down the resistance forces and 
carry out the state’s policies. These data further enabl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asic issues about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t is shown that this movement was more than a transformation of eco-
nomic institutions in the ordinary sense; it involved intense political struggles.

Keywords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cooperatives, unified procurement and sales

内容提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深深改变了中国农民传统的生产
生活方式。本文以江苏省宝应县的原始档案为依据，试图从底层的角度探
究这一运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以及各阶层农民对这一运动的真实反应。本
文以大量数据和细节揭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多重面相，特别是以往研究
中被忽视的部分，如农民对这一运动的复杂心态和种种抗争，以及当政者
如何分化瓦解各种反对力量、步步推进其政策的过程。基于这些事实，本
文就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这场运动已经
超越了一般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质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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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初十七年的农村研究，近些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两

个，一是五十年代初的土改，二是大跃进及其引发的大饥荒，而对

介于两者之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却论述得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农

业合作化的过程似乎没有前两者那么具有戏剧性，而且长期以来经

过众多学者的研究，这一运动的主要发展过程已基本明了，包括中

共上层对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和相关决策过程也多有批露，似乎已无

过多研究的必要。 1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研究都主要依据公开发

行的资料，如报刊杂志和档案汇编等，但这些经过选择公布的材料

并不能完整地反映运动的全貌，尤其缺乏从底层的角度对这一运动

的叙述，因此大部分研究多重视上层决策的过程，而忽视下层民众

的反应，甚至简单地将决策者的意志等同于农民的意愿，将政策的

内容等同于政策的实施。其结果是，虽然我们对合作化运动的大致

过程已经清楚，而且对各项政令法规的内容也很了解，但对这些政

策在基层具体施行的过程以及农民对这些政策的真实反应却常常含

糊不清、知之甚少，而不少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农业合

作化所作的讨论，也因缺乏准确的史实基础而降低了有效性。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研究者需从基层档案入手，通过对会议记

录、调查报告、讨论纪要等各类资料的爬梳钩沉，将以往被宏大叙

事模式简化或忽视的细节发掘出来，以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本文

即是这样的一个初步尝试。通过对江苏省宝应县档案的研读，本文

主要想考察两个问题：一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到底是

怎样在基层具体实施的？二是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真实反应如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既非全景式地展现宝应县农业

合作化运动的全貌，也不是对这一运动作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分析， 
而是试图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实证考察，从底层的视角为现有 
研究提供一些补充，并希望藉此对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改造作进一步

的思考。

1	对相关研究的概述参见叶扬兵（2006）：《中国农业合作化研究》，北京：
知识出版社，尤其是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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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兴起

1953年3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宝

应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2《决议》将互助合作分为

三种类型：一是在农忙季节由少数独立农户组成的临时性的互助

组，二是由更多独立农户形成的关系稳定的常年互助组，三是由各

农户以土地入股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这种划分法，在宝应

这样互助运动并未怎么开展的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应该“大量地发

展”互助合作的第一种形式，并且要逐步将其巩固为常年互助组。 3 
可是，当《决议》传达到宝应县时，无论农民还是基层干部对此都

并不热心。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决议》以东北和华北为例，试图

证明互助合作具有民间的习俗基础， 4 但事实上宝应地区在历史上从

未普遍形成此类习俗，因此“互助”的组织形态完全是由政府倡导

的新生事物，而不是出于农民的自发需求，干部们也觉得这样做是

无中生事，增加了其工作负担。但迫于上级的压力，基层干部还是

勉为其难地将全县人口的约 24%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批互助组，其中 
常年互助组有 1,415个（74,063人），更多的则是临时性的互助组，有

1,791个（92,194人），其中大部分都表现一般或较差。 5

就在各地忙于应付成立互助组时，中共中央又于 1953年 11月发布

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项命令要求

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

将余粮售给国家”，同时由国家全面控制粮食的供应。 6 从此，农业

合作化运动便与粮食统购统销密不可分，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

两大“利器”。

中央试图全面控制农产品市场的计划很快又推广到更多领域，

如 1954年8月开始对棉布和棉花也实行计划收购。为了强力推行这一

2 1951年前后，宝应县曾出现过少量“互助组”，但至 1953年大多已解散或名存
实亡。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业集体化重
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198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95–103页。

4	这种习俗被称为“变工”或“换工”，即在农忙季节或特殊情况下，几户农
民自愿结合，相互提供劳力和物力上的支援。

5	“宝应县五三年上半年互助合作运动情况报告（ 1953年7月 15日）”，宝应县
档案，301-1-13（档案标号对应为：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下同）。

6	“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1953年 11月 19日）”，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198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第2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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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政策，斗争的矛头开始逐渐转向富农。在 1950年代初的土改中，

为了将地主孤立出来集中打击，中央曾暂时允许富农经济继续存

在。结果，当地主被普遍剥夺了财产和土地后，富农便成了农村中

最富有的阶层。 1954年前后，当政府试图收购更多农产品时，富农自

然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实，与中央决策者不同，村干部们更愿对富农采取较为和

缓、甚至友好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富农有钱、有工具、有粮

食，不但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毋需政府特殊照顾，更为

完成粮食征购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事实上，村干部与富农之间形成

了一种合作关系：富农协助村干部完成粮食征购的任务，而村干部

则为富农提供适当的照顾与保护，甚至有村干部为不愿卖余粮的富

农辩护道：“富农不缴公粮是违法，不卖余粮这哪是犯罪吗？人家

自己打的粮食又无权处理自己的粮食吗？” 7 可想而知，村干部与富

农之间的默契被上级党委认为违背了阶级原则。 1954年 10月，江苏省

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全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明确指出富

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农村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是敌对阶

级”，因此对待富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限制富农剥削以至最后消

灭富农剥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号召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制度

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以期在雇佣劳力、放贷、购买生产资料和销

售农产品等方面全面削弱富农的优势；与此同时，还要限制富农加

入合作社，对已经加入者要么清除出社，要么严加看管，决不能让

其掌握合作社的领导权。8

于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

道门、土匪等之外”，富农也被正式纳入“敌对阶级”的行列，成

为农村阶级斗争的新标靶。 9 宝应全县约有25,000人被划为富农，占

该县总人口的4%左右。 10 与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对富农斗争的主

要方式也是召开群众大会。除个别灾区外，全县以区为单位召开了 

7	“富农破坏活动材料”，宝应县档案，301-2-24。
8	“继续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进一步实现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江渭清同志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
共产党江苏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宝应县档案，301-2-22。

9	高华（2004）：《身份和差异： 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31页。

10	“宝应县五三年上半年互助合作运动情况报告”，宝应县档案，3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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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大会”，以迫使富农接受政府下达的售粮任务。全县共有 1,915

名富农被要求参加这些会议，与会的党员、干部对每个富农的粮食

储备情况一一核查，最终确定每人应向国家售粮的任务。通常每户

富农被要求卖给国家一千斤左右的粮食，最少者二三百斤，最多者

则达七千斤。结果，在事先已卖出的240万斤粮食的基础上，这些富

农被要求额外再卖约47万斤给国家。此外，他们还被迫承诺向银行

存款37,771万元，认购公债 18,004万元。 11 对政府来说，这样的斗争可

收一石二鸟之功：一方面从富农处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和资金，另一

方面又削弱了富农自给自足的能力，从而为合作社的扩张清除竞争

对手。

然而，虽然在大会上被迫接受了额外的售粮任务，会后仍有一

批富农试图以各种方式不愿兑现承诺。当干部上门检查时，他们或

卧床称病，或赌咒发誓，都表示再也拿不出粮食了。这些行为被县

委斥为“气焰嚣张”、“装穷哭穷”，因此加强了对这些富农的检

查力度。 12 结果显示，很多富农为了尽量少卖粮食给国家，想尽办

法将余粮藏起来或转移到亲戚家中，有的是为了留着自己吃，有的

则偷偷卖给缺粮的农民，这样比卖给国家获益更多。 13 随着检查的

深入，更多富农“破坏互助合作”的行为被揭露出来，如通过请

客、送钱、送礼、联姻、认干亲、甚至性贿赂等方式想方设法与乡

村干部拉拢关系，以换取额外照顾，减免粮食征购任务，更有人发

表攻击统购统销和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怨恨“统购统销好似一把杀

人刀”，甚至咒骂“要把毛主席眼睛刳下来弄大米烧黄酒”。 14

这些被斯科特称之为普通农民运用“弱者的武器”对强大的国

家权力所作的“日常反抗（everyday resistance）”， 15 在当政者看来却

恰恰证明了富农阶级的“反动本质”。县委因此提出要加大对富农

的斗争力度，其主要做法是在各区的富农大会外，再在各乡、村召

开小型的群众斗争会，由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牵头，鼓动中农与贫

农联合起来斗争富农，逼迫其完成规定的售粮任务。其中，李沟乡

11	 “中共宝应县委关于对富农斗争的报告（ 1954年9月 18日）”，宝应县档案， 
301-1-16。

12	同上。
13	“富农破坏的花样”，宝应县档案，301-2-24。
14	同上。
15	关于“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和“日常反抗 (everyday resistance)”的

论述，参见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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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反复批斗富农的“反动性”，而且规定将所有富农开除出互助

组和合作社，意在把富农“搞臭”，使其像土改中的地主一样被 

彻底孤立。这种做法据说收效甚快，害怕重蹈地主覆辙的富农无

不“照数卖粮，照数缴公债，照数存款”。李沟乡的做法因此被县

委当作“最成功的办法也是最根本的办法”推广到全县。 16

通过斗争富农，政府获得了更多粮食，但仍不足以实现国家对

粮食市场的完全控制，因为还有很大一部分粮食掌握在中农手里，

尤其是在土改结束三四年后，部分原来的贫农通过劳动积累逐渐摆

脱了赤贫状态，成份也上升为中农。这样，全县农村人口中中农的

人数占到了一半以上。 17 因此，如何使这些中农将更多的粮食卖给

国家便成为各级党委斗争富农之外的另一项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政府给每户种粮的农民都分配了缴粮和售

粮任务，但这些任务并非建立在实际产量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各级

党委指定的生产指标为准。这样，虽然一年的粮食还未收获，粮食

总产量却早已为各级党委设定，不论最终实际产量多少，农民都要

根据事先设定的产量完成纳粮和售粮任务。与此同时，每户的口粮

标准也由各级政府划定，而除了用来缴纳农业税的“征粮”和政府

规定的“口粮”之外的所有粮食皆被视为“余粮”，都要卖给国

家——这一整套粮食定量生产、定量消费和定量买卖的制度完全由

国家掌控，被称作“三定”。 1955年，三定政策作为推动统购统销和

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各级政府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因此给广

大中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种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估算的总产量普遍比实

际产量偏高，有的地方甚至将荒地也按正常产量计算，或者无视可

能出现的自然灾害，一律按丰年计算产量 ;18 二是口粮不足。县委规

定各地根据不同情形每人每年可留口粮四百至五百斤， 19 但是这里

所谓的“留粮”是指未经加工的“原粮”，因此农民实际可食用的

粮食又要低于政府规定的口粮标准。 20 与此同时，因为县委坚持粮

16	“中共宝应县委关于对富农斗争的报告（ 1954年9月 18日）”，宝应县档案， 
301-1-16。

17	宝应县委的相关统计，宝应县档案，307-1-1。
18	“三定到户工作情况报告（ 1955年9月29日）”，宝应县档案，301-1-18。
19	同上。
20	参见曹树基、廖礼莹：“国家、农民与‘余粮’：河南省桐柏县的统购统

销（ 1953–1955）”，《新史学》2011年6月第二十二卷二期，第 155–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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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市场“以少销为原则”， 21 缺粮的农民很难在市场上买到足够的

粮食补充口粮;三是售粮任务重。在缴完农业税后，虽然农民被允许

留下最低限度的口粮，但对所剩的余粮却无权自行支配，因为按县

委的规定，90–95%的余粮必须卖给国家，而有的乡更是不论贫富对

余粮一律收购。 22 这一做法对习惯于小农经济的自耕农冲击尤大，

因为对以种粮为主的农民来说，销售余粮是他们增加现金收入的最

主要来源，可如今这一渠道正被国家一步步堵死。显然，在三定制

度下，农民只有生产的责任和缴粮的义务，却几乎丧失了决定如何

消费的权利，因此这一政策引起大多数中农的不满：有的农民感觉

产量越高，缴粮的任务就越重，因此选择少种粮食 ;23 有的因按指标

卖完余粮后口粮无法自给，只好趁冬天外出讨饭，而将有限的口粮

留到来年春天再吃 ;24 更有甚者因无法生存而采取极端行动， 1954年 12

月至 1955年2月，全县至少有七名中农因抵制三定任务而自杀。 25 种

种迹象表明，运动初期伴随着一系列新政策的接连推出，农民们对

农村改造的最终目标深感困惑，对未来普遍心存忧虑。

从停滞到高潮

在决策者看来，粮食统购统销在执行初期遭遇阻碍，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很多农民还没有加入合作社，如果农民都被组织起来，则粮

食的产销将自然由集体决定，干部们也就无需与每一户农民讨价还

价从而降低粮食征购的效率了。因此，各级党政机关都将推进合作

化视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关键。

当时，中央的政策是要孤立和打击地主、富农，将他们排斥在

合作社外以示其政治地位低下，所以中农与贫农便成为各级党委推

进合作化的重要依靠对象。可是，与党的期望不同，很多中农和贫

农对加入合作社都心存顾虑。那些有土地、牲畜、生产工具和足够

劳动力的中农，担心一旦入社将被迫与贫农分享这些资源，从而损

害自身利益，造成“穷富大拉平”的局面。他们希望在国家法规允

21	“三定到户工作情况报告（ 1955年9月29日）”，宝应县档案，301-1-18。
22	“中共宝应县委关于当前工作综合报告（ 1955年 8月 29日）”，宝应县档

案，301-2-27。
23	“三定到户工作情况报告（ 1955年9月29日）”，宝应县档案，301-1-18。
24	“台许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和开始转入生产的情

况（ 1955年2月 11日）”，宝应县档案，307-2-2。
25	宝应县委关于统购统销期间自杀案件的报告（ 1955年 2月 7日），宝应县档

案，3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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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范围内，继续保留最大限度的独立生产的自由，维持自给自足

的经济形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即“上不欠公粮，下不欠私情，

官不睬民不扰，粗布衣裳菜饭饱” ;26 但是，面对政府大力推进合作

化的压力，这些中农又很焦虑，害怕因为不入社而被干部报复性地

划入富农的行列。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很多中农只好对干部表

示，他们并不拒绝加入合作社，也没有能力对抗国家政策，但要等

到别人都入社了自己才会随大流。结果，虽然很多中农都承诺最终

会加入合作社，但实际上却互相观望，并无具体行动。 27 中农的犹

豫不决也使贫农对入社产生了质疑，因为他们大都指望通过合作社

的调济分享中农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可是现在中农大都拖着不

愿入社，贫农的期待因此落了空，很多人便对合作社失去了信心和

兴趣。正因为中农和贫农都不能预期从中获利，至 1955年9月合作化

运动在宝应全县普遍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原来已有的互助组也是“

一年不如一年”，大都名存实亡。28

虽然合作化运动在基层的实践中遇到种种困难， 1955年 7月 31

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却宣称全国范围内

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他批评当前对“合作化”取审慎态度

的领导人是拖运动后腿的“小脚女人”，指挥全党“应当积极地热

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并断言这场“五亿多农村人口的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29 为

了响应毛的号召， 1955年9月20日宝应县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

会议，学习毛的讲话，批判保守主义。结果从 1955年9月至 11月，全县

合作社由原来的 186个迅速增加到3,339个，入社农户98,329户，所占人

口的比例由原来的4.07% 增加到61%。30

合作社数量在短期内的迅速增长似乎应证了毛泽东对合作化高

潮即将到来的论断，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毛在报告中指示要 
先将贫农和下中农组织起来，而让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暂缓 

26	“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情况报告（ 1955年 11月 17日）”，宝应县档案， 
301-1-19。

27	同上。
28	同上。
29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1977），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68–191页。
30	“ 关 于 农 业 合 作 化 运 动 情 况 报 告 （ 1 9 5 5年 1 1月 17日 ） ” ， 宝 应 县 

档 案 ， 301-1-19; “ 宝 应 县 人 口 统 计 数 字 （ 1955年 11月 ） ” ， 宝 应 县 档 案 ， 
3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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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 31 可事实上，基层干部却将富裕中农视为依靠的主要对象，

很多合作社为了解决牲畜、农具和资金匮乏的问题，纷纷拉拢中

农，劝说他们入社，甚至在说服不成的情况下采取种种方式逼迫其

加入。于是，很多本想单干的中农、甚至个别地主和富农也被强行

拉入合作社，而真正希望得到集体帮助的贫农却因不能给合作社带

来好处而被排斥在合作社的大门外。 32 因此，合作社在一开始发展

社员时即已违背了毛提出的“自愿”原则，而中农与贫农间的“互

利”更是无从谈起。

但是种种问题都未能阻挡各级党委建立更多农业合作社的热

情。 1956年初，一些分散的合作社更是被合并成规模较大的“高级

社”。至 1956年8月，全县已建成高级社591个，入社农户 152,363户，占

总农户的90.3%，若算上已加入初级社的 10,837户，全县近97%的农户

都已被组织了起来。33

然而，随着合作社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迅速扩大，管理人员缺

乏的问题便日益突显出来。虽然县委已开始着意培训和提拔合作社

的干部，但仍不够敷用，而且这些基层干部的素质普遍较低。1956年

初的统计显示，全县县、区两级干部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者约

占92%， 34 乡村两级干部的文化素质更是等而下之，因此根本无法胜

任合作社的管理工作。 1956年4月宝应县委生产合作部的一项调查显

示，在被调查的 526个高级社中，只有 176个建立了较完备的财务 

账目。 35 大多数合作社公共基金的开销毫无计划，只由个别干部说

了算，很多钱都花在了与生产无关的事项上，如请客吃饭、买香

烟、购置留声机、唱片等奢侈品和高档办公用品，乃至春节期间用

于搭戏台、买戏袍、扎花船等娱乐支出。由于缺乏监督，合作社的

会计和社长享有很大特权，甚至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36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社员并未从合作中获益。 1956年

宝应全县  787个初、高级合作社中，有733个的麦子产量比 1955年不增

31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1977），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68–191页。

32	“宝应县委工作报告（ 1955年 11月 19日）”，宝应县档案，301-2-27。
33	“中共宝应县委生产合作部关于一九五六年夏季预分工作情况的报告（ 1956

年8月22日）”，宝应县档案，307-1-4。
34	“关于一九五六——五七两年党的组织工作规划（ 1956年 5月 29日）”，宝

应县档案，301-1-24。
35	“中共宝应县委生产合作部关于农业社财务工作情况报告（ 1956年 4月 12

日）”，宝应县档案，307-2-4。
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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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降，其中217个社减幅达60%以上。 37 县委将这个结果归因于自然灾

害，但部分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合作化的高潮打乱了原来的生产秩

序，农民们既失去了传统单干的动力、又缺乏相互合作的经验所

致。此外，合作社实行的工分制度也完全不能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

性。如朱桥社规定不论干多干少，只要出工一天就记 10个工分。 

结果，社员们虽然按时下了田，却不事生产，而是纳鞋底、打扑克 ;一 

到晚上，大家则“夜夜灯火辉煌”地打扑克、谈笑话，无人关心生

产。38

产量的下降直接造成农民口粮的短缺。如石桥农业社有348户社

员（占全社人口的32.5%）缺粮，中南农业社397户中有232户口粮不

够吃，其中 141户702人既无口粮也无钱买粮。 39 与此同时，农民的收

入也相应减少，全县787个合作社中有514个收入下降，其中240个社有

一半以上的社员收入减少。 40 农民们对此极为失望，就连原先对合

作社抱有热情的社员此刻也失去了干劲，有人不甘心坐以待毙，要

求社里允许其外出逃荒，有的则拿着碗到有粮的人家强行入伙，有 

人甚至冲动之下要杀掉自己的小孩以减轻家庭负担。 41 如此困顿的

局面也令许多基层干部萌生了退意，不愿当“穷家”，纷纷要求辞

职或者怠工。基层干部中普遍流行“三怕三怪”：“怕生产搞不

好，上级怪”，“怕收入减少社员怪”，“怕家中生活困难老 

婆怪”。 42 1956年本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年，可结果却丝毫未

能证明合作化的优越性，反使得社员和干部怨声载道。

农民的抗争

面对饥饿的威胁，农民们不光抱怨，更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来维护自

身利益。 1956年 10月，农民开始普遍拒绝将余粮上缴国家，而是留下

自行分配。有的地方社员还自发组织起来巡逻，晚上也睡在地里看

粮食，以防干部乘夜色将粮食运走;而干部们也同样紧张，也是日夜

37	宝应县委 1956年8月的统计数字，宝应县档案，307-1-4。
38	“五六年全年贯彻’三包’情况和今后改进意见（ 1956年 12月 29日）”， 

宝应县档案，307-1-4。
39	“中共宝应县委生产合作部关于一九五六年夏季预分工作情况的报告（ 1956

年8月22日）”，宝应县档案，307-1-4。
40	宝应县委 1956年8月的统计数字，宝应县档案，307-1-4。
41	“中共宝应县委生产合作部关于一九五六年夏季预分工作情况的报告（ 1956

年8月22日）”，宝应县档案，307-1-4。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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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睡在地里，阻止农民将粮食搬回家中。 43 僵持的结果往往是

造成稻谷的巨大损失，如牛南社的稻子堆在场上20多天不动，烂掉 1

万余斤，损失稻草 15,000斤。 44 很多地方，饥饿的社员不分昼夜聚集

在社长家中要求解决缺粮问题， 45 在个别干群矛盾激化的地方，愤

怒的社员甚至将社长和会计捆起来押到县里要求惩处。 46 在这样的

困境下，基层干部们上有统购统销的重压，下有饥民此起彼伏的 

围讨，很多人对合作社失去了信心，在社员面前感觉“抬不起 

头来”，更不敢继续宣讲合作化的优越性。 47 与此同时，有不少合

作社干部为了缓和社员对自己的不满，便或明或暗地支持农民私分

粮食，并帮助他们对上级隐瞒产量。48

当粮食极为紧缺之际，各合作社保存下的少量稻种便成为稀缺

资源，成为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的对象。 1957年4月，射阳区白鼠

农业社的社长乘夜色偷出 150斤稻种，恰巧被一起夜的社员发现。这

一消息随即传遍全社，引起公愤，结果二百多名社员聚集示威，其中

一百多人冲进社长家中扒粮，闹了整整一夜，而干部们大都被农民

的气势吓倒，不敢出面应对。 49 既使在个别余粮较多的农业社，情

况也不容乐观，甚至闹得更凶。如黄韦合作社 1957年初尚有余粮一万

多斤，可是这些余粮都被小队长、记分员、保管员等特权人物瓜

分，部分粮食还被他们卖入黑市谋利。 50

不公平的分配机制使社员们意识到，干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

要与己争利，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无视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决

定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利益。许多人开始偷扒稻种，并在5、6、7月

43	“关于当前生产分配工作的情况报告（ 1956年 10月 18日）”，宝应县档案， 
301-2-36。

44	“牛南社的混乱局面是怎样扭转的（ 1957年4月 17日）”，宝应县档案，307-
2-4。

45	“关于部署全年生产研究春季正社工作的县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1957年2
月22日）”，宝应县档案，301-1-25。

46	“关于当前生产分配工作的情况报告（ 1956年 10月 18日）”，宝应县档
案，301-2-36。

47	“关于部署全年生产研究春季正社工作的县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1957年2
月22日）”，宝应县档案，301-1-25。

48	“关于当前生产分配工作的情况报告（ 1956年 10月 18日）”，宝应县档
案，301-2-36。

49	“中共宝应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吕福喜同志擅自绑人错误的处分决定（ 1957年
6月 16日）”，宝应县档案，301-2-43。

50	“高阳乡黄韦农业社翻粮事件的报告（ 1957年6月 17日），宝应县档案，301-
2-43。

0002793783.INDD   298 8/6/2016   10:02:40 AM



299
W. Liu /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3 (2016) 288-305

麦子即将成熟时，抢在合作社之前私自收割，干部们对此大都以强

力阻止，但终因得不到大多数社员的配合而收效甚微。 51

不仅如此，部分社员还撤出了合作社中原先属于自己的实物股

份，并要求退社。最先要求退社的大都是自身条件较好、当初被迫

入社的中农。随着合作社内部矛盾的激化，眼看着管理混乱，生产

停顿，更多的社员感到大势已去，也纷纷牵回自己的耕牛，撑回自

己的船，取回自己的农具，恢复了单干。自 1956年 10月秋收后至 1957

年2月，全县共有 199个社发生社员哄闹事件516次。 1957年2月至4月，

又有202个社发生哄闹428次，其规模从十人至上百人不等。 52 这一情

形并非只在宝应发生，而是全国都有。从 1956年9月起，中共中央即

转发了数份关于各地农民私割小麦、殴打干部、要求退社的报告，

涉及新疆、河北、河南、广东、浙江、安徽、江苏等十几个省份 

和地区。 53 这是自 1956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全面实施后，农民对这一 

政策最激烈的抗争。

农民的反抗恰恰表明“自愿互利”原则的不切实际：各项政策

的提出与执行从未征询过农民的意愿，因此何来“自愿”一说？将富

农、中农、贫农等不同经济状况的群体强行纳入统一的生产模式，

又怎能产生“互利”的结果？事实证明，只要农业改造的过程完全

由国家单方面操控，只要农民与国家之间没有建立起正式有效的沟

通机制，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愿互利”，而农民对合作化的反

抗就必然会发生。

国家的回击

面对农民的挑战，政府不便立即收回“入社自愿，出社自由”的承

诺，但眼看着合作社濒临解散，各级党委又不能坐视不管，因此采

取了各种办法试图挽留、甚至恐吓农民留在合作社内。在宝应县，

不少敢于抗争的社员因此遭到捆绑和殴打，但尚未发展到如某些地

51	“关于春季生产、整社情况的报告（ 1957年 4月 2日）”，宝应县档案， 
307-1-5;“关于社员闹事的总结报告（ 1957年4月26日）”，宝应县档案，301-1-26。

52	同上。
53	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第 622–698页;高化民 

（ 1999）：《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58–362页;叶
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第592–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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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那样对退社农民和单干户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54 而且这些过

激行为多为地方干部所为，并非出于中央的统一部署。与此同时，

随着“鸣放”和“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各级党委转而

强调将农民闹粮食、要退社的行为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以较为和缓

的方式来应对。 1957年4月，宝应县委书记徐向东向全县干部指出，

闹事的以贫农和中农占多数，这些人并非是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

主义的阶级敌人，而只是出于单纯的经济原因才对合作化有所不

满。 55 1957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下发的指示对此也持相同观点，并且

还强调，混乱局面的形成与合作社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

义”以及“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够”有直接的关系。 56

出于这样的认识，宝应县委在 1957年7月6日召开了一次“闹退社

社员代表大会”，邀请要求退社的农民（其中中农 191人，贫农 164

人）与会，允许他们发牢骚，揭露合作社的种种弊端，然后对他们

分别劝说，个别基层干部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经过 6天的会

议， 191名农民代表中除20人仍坚持要求退社外，其余都表示愿意继

续留在社内。 57 有人因此感叹：“共产党真伟大，就是死人也会被

说活了。” 58 这次会议后不久，县委又于 7月 12日召开了县、区、

乡、社四级干部会议，历时7天，集中批判了基层干部贪污腐败、瞒

产私分等问题。 59

从表面来看，通过这两次会议，农民与合作社干部暂时达成了

妥协，但这种临时性的只由少数人参加的会议并不能取代制度性的

沟通机制。而且，随着政治风向迅速转为“反右”，在中央决策层

看来，全国范围内的退社风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这次向农民

妥协，势必会使农业合作化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会危及统购统

54	例如，在江苏省南通专区即发生了“算帐”事件，许多坚持单干的农民遭
到斗争和毒打。参见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研究》，第629–643页。

55	“为提早完成单位面积产量800斤而奋斗（徐向东同志在全县第四次区书会
议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总结）（ 1957年 4月 7
日）”，宝应县档案，301-1-26。

56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1957年5月22日）”， 
宝应县档案，301-2-38。

57	“闹退社社员代表会议总结报告（ 1957年 7月 25日）”，宝应县档案， 
301-1-25。

58	“会议情况（第六期）（ 1957年7月9日）”，宝应县档案，301-2-39。
59	“关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 1957年 8月 5日）”，宝应县档案， 

3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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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而政府一旦失去对农业的控制，以农业支援工业的经济发展战

略便会受挫。因此，农民退社事小，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此

时绝不能退让。

果然， 1957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对 1957年夏季形势的指示》，8

月8日中共中央号召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

义教育”，《人民日报》也配发社论，鼓吹“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

争”，并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

路在中国的一次恶战”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次恶

战”。 60 宝应县委立即组织全体干部学习了这些文件，并得出结

论：正因为前一阶段忽视了“在人民内部矛盾中间仍然有阶级斗争

存在”，所以干部才对农村中“敌人的破坏活动”一直束手无策。

这里的“敌人”虽然包括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但主要是指要

求退社的农民。他们的破坏活动包括：“叫喊对党不满，公粮不肯

缴，余粮不肯卖，闹退社，骂干部。”  此时，干部们不再谈要团结

依靠农民，而是不断强调农民的落后性，如“本位主义、个人主

义、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那些被认定“破坏”合作化的中

农和贫农则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成为紧随地主、富农、反革

命之后的第四号国家公敌，对他们的斗争也随之升级。61

自 1957年7月下旬开始，宝应县各乡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县委指示要通过这次运动“把敌对阶级搞垮整臭”，“一定要

把他们的‘脊椎骨’打得稀烂”，并最终将群众因合作化和统购统

销产生的“对国家的不满”变为“对敌人的仇恨”。 62 8月 10日至 15

日，全县95个乡中有74个对661名  “敌对分子”展开了集中斗争，其

中有不少中农和贫农只因微不足道的琐事即被斗争，如某雇农因平

日不大参加政治集会也被捆起来斗。 63 斗争的方式与此前斗争富农

大同小异，普遍发生打、绑、吊、罚跪、私自关押等情形，甚至还

有 1人被浇粪，有5人被剥光衣服在太阳下曝晒，此外还发生被斗争

60	“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向 全 体 农 村 人 口 进 行 一 次 大 规 模 的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的 
指示”，《人民日报》 1957年 8月 10日第一版;“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人民日报》 1957年8月 10日第一版。

61	“关于召开区委的党委会议情况报告（ 1957年 8月 21日）”，宝应县档
案，301-1-25。

62	“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反击敌对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1957年8
月2日）”，宝应县档案，301-1-26。

63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斗争情况报告（草稿）（1957年 9月 4日）”， 
宝应县档案，3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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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投河、悬梁自杀的事件。 64 斗争的效果立竿见影，县委在9月份的

报告中宣称：“农村中出现一种和谐融洽的现象，喊不够吃，说合

作社不好，骂共产党的话听不到了”。 65 不仅要求退社的没有了，

甚至原来还未入社的 1,238户中也有近 1,100户在此时加入了合作社， 
继续坚持单干的则不得不忍受合作社在生产资源上的种种限制以及

政治上的孤立与歧视，甚至连“单干户”三个字也成了骂人的 
字眼。66

其实，无论是斗争坏分子，还是强迫单干户入社，政府的根本

目的还是为了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7年9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

指示各地在农民中围绕统购统销展开“辩论”，讨论“统购统销好

不好”、“留粮标准够不够”、“农民怎样对待统购统销”等问

题。 67 当然，事实上并不可能有真正的辩论，因为农民大都已噤若

寒蝉，有人即说“现在大放，以后有大镇压。共产党老一套，哪个

不晓得？” 68 即使在干部的反复诱导下，也只有贫农、下中农、转

业军人等成份好的人才敢发些牢骚，但不管讨论什么问题，最终都

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即合作化有利于支援工业和国防建设，有利于

稳定粮价，并且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与口粮;至于很多农民口粮不够吃

的问题，政府认为并不是真的不够吃，而是农民觉悟低，不辨“大

是大非”，不能勤俭节约，或者为了多占便宜而故意喊缺粮。农民

们被分成一个个小组，聆听乡村干部反复宣讲这样的官方论调，其

过程往往冗长乏味，如邵家社的小组讨论持续了 10小时，随后又有2

个小时的大组讨论。69

这种不厌其烦宣传的目的，自然是要求农民接受统购统销的 
任务，尽量多缴公粮和多卖余粮给国家。为了完成 1957年的统购 

统销任务，全县的乡村干部想尽了办法，有的地方甚至逐户上门 

搜 粮 ， 以 致 将 农 民 平 日 节 省 下 的 陈 稻 和 麦 种 全 部 没 收 ， 搞 得 

64	“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反击敌对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1957年8
月2日）”，宝应县档案，301-1-26。

65	同上。
66	“关于个体农民体表会议情况的报告（ 1957年 8月 24日）”，宝应县档

案，301-1-25。
67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指示（ 1957年9月2日）”，

宝应县档案，301-2-38。
68	“大放大鸣试点情况报告（ 1957年 10月31日）”，宝应县档案，301-1-26。
69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通报（第一号）（ 1957年9月 14日）”，宝应县

档案，3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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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惶惶”，很多人无心生产，整日发愁、哭泣。 70 在这样的高

压下， 1957年秋粮征购的效率比往年大幅提高。至 1957年 10月，全县

共入库粮食22,300万斤，比原定计划还超出约2,000万斤。 71

结论

经过 1957年夏秋之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政府有力地回击了农

民的退社风潮，压制了他们对合作社的不满，从而巩固了粮食统购

统销政策，而起始于互助组的农业集体化改造至此也以政府的获胜

告一段落。以往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大多以公开发行的资料为主要

依据，因此忽视了农业合作化改造的复杂性以及农民对这一系列变

化的真实反应。对宝应县原始档案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

不足，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作进一步的

思考。

首先，从这场运动的起源来看，农业合作化的辩护者通常认为 

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农民生产互助的传统习俗之上，而且顺应了广大

农民提高生产力的需求。但是，宝应县的情况证明，合作化政策的

提出并不一定出自大多数农民的自发需求，而主要是由中央决策层

自上而下加诸农村社会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从这一政策随后执行

的情况来看，农民更是被排斥于决策过程和管理程序之外。无论是

互助组、合作社等新型组织形态的建立，还是统购统销、“三定”

等新的粮食政策的推行，都主要以中央决策者的意志为准，农民并

没有任何正式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

其次，从农民对这场运动的反应来看，他们并非国家政策的被

动接受者。事实上，正如本文所示，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方

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在合作化初期，他们通过各种消极的

方式表达了对新政权和新政策的不安和忧虑，而在随后的统购统

销、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饥荒发生时，他们更是毫不迟

疑地选择了与基层干部直接对抗，通过殴打干部、私割麦子、隐瞒

余粮、甚至要求退社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李怀印在对江苏省

东台县秦村的考察中指出，在农业集体化改造的前期，农民的反抗

行为多是将“生存伦理看得高于一切”的“正义抗争”，而到了运

70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通报（第四号）（ 1957年9月 19日）”，宝应县
档案，301-2-43。

71	“大放大鸣试点情况报告（ 1957年 10月31日）”，宝应县档案，3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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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后期则逐步转变了策略，“所挑战的并不是集体制度或共产党的

领导地位，而是合作社干部的渎职与无能”，并且试图在政策允许

的范围内争取退社的自由。李怀印认为，这一转变说明农民逐步接

受了新政权的合法性，“试图避免直接挑战国家政策，并且使本身

的抗议行为正当化”，而与此同时，在集体化还没有完全确立之

前，“国家亦避免采取暴力手段对付不满的民众”，“这种调和的

关系，再加上其他因素，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尽管如此

迅速且规模巨大，却没有如世界上其他地区那样发展成为一场全国

范围的大灾难，导致农业产出的急剧下降和农民普遍叛乱。” 72

本 文 的 研 究 不 仅 印 证 了 合 作 化 运 动 中 农 民 从 “ 正 义 抗 争

（  righteous resistance）”向“正当抗争（ rightful resistance）”转变的现

象， 73 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改造之所以未导致农民

大规模的激烈反抗，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在于当局采取了从互助组

到初级社、高级社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作法。若单从经济改革的

角度来看，这种作法的效果其实十分有限，因为各阶段之间的间隔

非常短，根本无法等到上一个步骤得到巩固后再过渡到下一步，因

此并没有留给农民足够的时间适应种种变化，相反倒可能使他们对

多变的政策产生不信任和抵触情绪。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正是在

政策施行的不同阶段，当局一步步将富农、中农、最后乃至所有反

对合作化的人都打成了阶级敌人，成功地瓦解了反对合作化的民间

力量，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这种逐步扩大阶级斗争的

范围、对斗争对象分而治之、由此造成一种高压恐慌气氛的策略，

可 能 也 是 合 作 化 运 动 中 未 出 现 大 规 模 暴 力 抗 争 的 一 个 重 
要原因。

从长远来看，这种分步骤打压异见者的做法实际造成一个严重

的后果，那就是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的专断性不断加强;另

一方面，底层民众经过一场场阶级斗争的恐吓，逐步失去了反抗的

意愿和能力，从而使得约束国家权力的最后一道机制也随之消失，

结果即使有错误政策出台也能畅行无阻，得不到及时纠正。而在 
此过程中，中共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说在土改 

72	李怀印（2010）：《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
律出版社，第68–70页。

73	关于“正当抗争（ rightful resistance）”的论述，参见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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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党试图扮演给予农民土地的施助者的角色，那么在统购统销

的过程中，党却成了与农民争利（粮食）的竞争者，而当 1957年“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压制了要求退社的农民后，党俨然变成了农民的

发令者。这一关系的转变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相应造成一种观念的转

变，即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尽量压缩农民的个人利

益。例如， 1957年在斗争了要求退社的农民并超额完成征购粮食的任

务后，宝应县委由此认定以往农民缺粮的问题都是假的，是农民故

意隐瞒余粮，因此在以后的征购过程中对农民不能手软。 74 所以，

正是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共与农民（包括富农、中农和

贫农）的关系转向了全面对抗，而农民退社风潮的被压制，则标志

了 农 民 在 这 一 对 抗 中 的 彻 底 失 败 ， 他 们 不 仅 未 能 赢 回 单 干 的 
自由，相反却丧失了支配自己的土地和工具的权利。

当然，农业合作化本身的优劣自有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的讨

论，本文试图提出的是， 1953–1957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改造已远远超

越了一般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质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它不仅

改变了农村中各阶层农民的个体命运，而且将复杂的政治因素带入

单纯的农业生产，从而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并在生产

方式、组织形态、决策过程以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埋下了巨

大的隐患。

74	“大放大鸣试点情况报告（ 1957年 10月31日）”，宝应县档案，3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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